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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以农商并重为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 我们称之为 “农商社会”。 “农商社会” 概念由葛金芳教授首次提出， 意为宋代及以后

的元明清时期， 我国经济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 而是农业与商业 （含手工业） 交融发展的经济， 市场机制在农商经济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参见葛金芳： 《 “农商社会” 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宋以降 （１１—２０ 世纪） 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安徽师范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农商社会” 说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见葛金芳、 柳平生： 《 “农商社会” 说的学术背景与理

论资源》， 《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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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南宋发展道路” 是两宋时期我国江南地区在工商业文明蓬勃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模式， 具有

“农商并重” “面向海洋” “斯密型增长” 三大特征。 这一经济模式是在南宋雄厚的产业基础、 便捷的交通

运输、 显著的技术进步和厚实的人力资本等诸多历史条件支撑下形成的。 “南宋发展道路” 表明历史中国

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唐宋之际发生显著转变： 国民经济由此前主要依赖农业变为既依赖农业又依赖

手工业和商业， 市场机制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南宋发展道路” 昭示了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的基

本模式和应然方向， 因而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和榜样意义。
关键词： 南宋发展道路； 农商并重； 面向海洋； 斯密型增长； 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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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中华文明实由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农耕文明、 游牧文明以及工商业文明互融、 复合而成。 因

而近年来， 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演进道路提出多种阐释框架和叙述体系， 如刘泽华的 “王权主义” 说，
冯天瑜的 “地主社会” 说， 赵轶峰的 “帝制农商社会” 说， 林文勋的 “富民社会” 说， 李治安的

“中国历史演进框架” 说， 以及本文涉及的 “农商社会” 说， 等等。 这些学说的一得之见无疑有助于

加深对历史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两宋 ３００ 年是工商业文明发展速率明显加快的历史时段。 在此时期，
尽管农业文明仍居主体地位， 但在其周边， 游牧文明生机勃勃； 在其内部， 工商业文明加速成长。 尤

其是南宋时期， 在人口稠密、 交通发达、 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 工商业文明发展势头更盛。 南宋时期

工商业文明在高效农业基础上的蓬勃发展昭示着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应然方向， 可称之为

“南宋发展道路”。 本文意在探寻 “南宋发展道路” 的主要特征、 历史依据和启示意义， 以期夯实

“农商社会” 说① 的论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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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宋发展道路” 的三大特征

　 　 本文所称的 “南宋发展道路” 至少具有三大特征， 其首要特征即 “农商并重”① 的经济结构开

始成型。 如果说， 古代中国发展出享誉世界的农业文明， 中华民族之主体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是没有

疑问的； 现代中国在 ２０ 世纪逐步迈入工商社会门槛， 亦无疑义， 那么在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社

会之间， 应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 我们以为， 我国从宋代开始进入这个过渡时期， 并一直延续

至元、 明、 清三朝 （当然其间亦有停滞、 中辍和调整等不同时段）。 在这个过渡时期， 农业仍是基础

产业， 从业人数最多， 但是在交通发达、 市镇林立、 城市兴盛、 纸币发明及白银货币化、 海外贸易繁

荣等因素的促成下， 整个社会商潮涌动、 商业氛围浓郁， 商品经济 （亦即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 而

这些经济因素及其导致的经济变动又是在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形下出现的，
因而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过去单一农业不同的经济结构。 具有这种农商并重结构的社会历史阶

段， 我们称之为 “农商社会”。
史实表明， 两宋时期的经济面貌确有重大变化， 而与汉唐时期以单一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情形相区

别： 日趋扩大的手工业部门和持续繁盛的商业活动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以至农业经济已无

法像汉唐时期那样独立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 北宋经济的部门构成中， 农业比例约在 ５９—
６６％之间， 工商业比例约在 ３４—４１％之间。② 工商业产值份额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１ ／ ３ 上下， 重要

性显著上升。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比如 ９８０—１８５０ 年， 我国农业部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大致在 ４０—７０％之间， 而非农部门 （含商业和手工业） 收入比例大约在 ３０—６０％之间。③ 在这一千

年中， 非农产值和非农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意味着该时期经济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

口和资源被卷入商品交易， 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农业仍然是基础经济部门， 在粮食产量提高、 农业剩余扩大的基础上， 经济作物种植面

积得以不断扩大， 蚕桑、 茶叶、 苎麻、 甘蔗、 果树、 蔬菜、 花卉、 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商品性农业持续

成长。 研究表明， 南宋的商品性农业不仅生产效率提高、 产量大幅增加， 而且出现了专业化、 市场化

趋势。④ 宋代农业经济中所发生的包括贸易和专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甚至被国外汉学家称之为 “农
业革命”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ｒｍｉｎｇ）。 “到 １３ 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农业， 印度只是想象中的

对手。 商业活动与城市化等非凡上层建筑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⑤ 南宋经济作物的大批生产与大

量交易， 不仅使农村经济中原有的自然属性被侵蚀而逐步消解， 而且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引起一系列连

锁反应： 一方面， 农业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及为商业提供商品， 并释放出更多劳动力； 另一方面， 非

农部门的成长反过来又为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提供需求与动力。 这一反应的成果之一是原有农业经

济体中的交换活动持续增加， 市场容量不断扩大， 手工业与商业经济成分持续成长， 直至农商并重结

构逐步成型。 随之而来的另一成果是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资料 （如粮食、
布匹、 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 生产资料 （如土地、 耕牛、 农具、 煤炭、 木材、 船只等） 进入流

通领域， 贸易性质由原来的奢侈品贩运型商业变为以居民日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宋代 “商业不

再为少数富人服务， 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 这在性质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⑥。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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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资源卷入市场网络， 越来越多的人只有依赖市场交换才能生产、 生活。 因为一个人

的经济决策不仅影响本人的产出和消费， 还会影响他人生产率及他人产品的市场， 这既是一个连续运

行的经济机制， 也是一个立体式的社会效应。
宋代手工业、 商业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 甚至使国家财政也无法离开 “和籴” “和预买” 等市场

采购活动。① 依据北宋蔡襄所言， 早在北宋治平年间 （１０６４—１０６７）， 全国岁入中粮食一项， 购买所

得已占政府收入总额的 １ ／ ３， 而绢帛购买所得则达到总额的 ２ ／ ３ 以上。② 南宋时期政府采购在岁入中

地位更加重要， 东南六路 （即淮南东西路、 江南东西路和浙江东西路） 更是政府岁计所仰之财赋重

地。 开庆元年 （１２５９）， 南宋政府在东南六路采购的粮食多达 ５６０ 万石， 以作军粮之用。③ 此所谓

“恃和籴以足糗粮， 倚造楮以为泉货”④。 南宋末年， 仅纸币印刷就达到 ７０００ 万贯以上， 在两浙路和

江东西路购粮 ８００ 万石 “接济军粮”⑤， 购买所得已成军粮的主要来源。 难怪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
宋代商业作为 “货币经济环境”， “在当时的整个经济秩序中具有积极的构成意义”。⑥

总之， 南宋粮食生产率的提高， 有利于腾出更多耕地来种植桑、 麻、 棉、 茶叶、 甘蔗、 药材、 染

料和花卉等经济作物， 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材料， 进而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 同时也有更多人力

资源从农业部门释放到非农部门， 极大促进了工商业等非农部门的产出和成长； 而非农部门的发展反

过来又为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提供需求与动力。⑦ 于是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在农商并重的良性循环

中得以持续提高。
“南宋发展道路” 的第二个特征是 “面向海洋” 的发展态势。 在诸种文明复合而成的古代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 一种是秦汉直至隋唐时期面向西北内陆的发展态势， 可称为

“汉唐型发展”； 另一种是两宋时期以两浙和闽广为代表的沿海地区面向东南海洋的发展态势， 这一

发展态势以南宋时期更为典型， 可称为 “南宋型发展”。⑧

具体说来， 从秦汉到隋唐时期， 我国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型国家， 其经济重心位

于司马迁所说的 “三河” （即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且此时的 “丝绸之路” 以陆路为主， 对外经济文

化交流主要是向亚洲内陆延伸。 这就是说， 宋以前的历代王朝大都是 “头枕三河、 面向西北” 的内

陆国家。 但自中唐以降， 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 广州、 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

起， 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 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 对外贸易主要路径逐渐转向海上丝绸之

路， 经济模式开始表现出海洋发展倾向。 在海上丝路贸易的刺激下， 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

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 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于是原先

“头枕三河、 面向西北” 的立国态势， 一变而为 “头枕东南、 面向海洋”。⑨ 这就是说， 我国立国态

势在唐宋之际发生重大转折， 由内陆国家开始向海陆国家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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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宋而言， 它实际兼具上述两种发展形态之特征， 因此北宋发展形态呈现出地域差异： 与辽、 夏接壤的陕西、 河东、 河

北等路大军云集， 由中央调集江南财赋予以支撑， 战事紧张时还要动员当地民兵参战， 保留有明显的耕战模式色彩； 而江南地区则

在北宋时期已经呈现外向型发展的特征， 其表现即北宋中叶以降海外贸易的持续兴盛， 这种特征到南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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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长期被学界认为是一个惧怕海洋的内陆国家。① 但近数十年海内外有更多学者强调， 中国

在亚洲海上贸易中占统治地位长达数世纪的史实不能被忽视。② 韩代芮 （Ｄｅｒｅｋ Ｈｅｎｇ） 和万乔夫

（Ｇｅｏｆｆ Ｗａｄｅ） 的研究显示， 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不仅是陆上大国， 也是海上强国。③ 伊懋可认为， 宋

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海上贸易繁盛时期， 是 “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④。 宋代依仗先进的造船技

术和航海技术， 制造出载重量在 ２００ 吨以上的大型海船， 建起庞大的海上商队。 史称其时的贸易船舶

“深阔各数十丈， 商人分占贮货， 人得数尺许， 下以贮物， 夜卧其上。 货多陶器， 大小相套， 无少隙

地”⑤。 米兰茨 （Ｅｒｉｃ Ｈ. Ｍｉｅｌａｎｔｓ） 认为， 正是依托这种大型海船， 中国海商 １０ 世纪以后逐渐取代阿

拉伯商人， 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⑥ １０ 世纪以前，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制着大部分从中国到印度洋

的贸易，⑦ 但宋代以后更大规模的中国商人船队在海上丝路贸易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⑧ 宋代大型商

船和庞大商队既使由海上丝路连通的亚洲贸易网络和商品交易规模令人眩目， 也让同时代的欧洲无法

企及。⑨ 宋代由此获得我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时代”�I0 之美誉。 近年来考古发现证实， 除了泉州、 广

州、 明州这些著名的外贸大港外， 位于广西防城港地区的 “洲尾贸易场” 也是宋元时期臻于鼎盛的

外贸港口， 该地区出土的陶瓷和钱币 “以宋元器物占多数， 而其中又以南宋中晚期占多数”�I1。 而绘

于 １７ 世纪的 《明代闽南人航海图》 详细地绘载了当时福建出发的远洋海舶航行所至的亚洲各地港口

和城市， 彰显出宋元明时期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和制图技术均已达致前所未有的高峰。�I2
两宋时期繁盛的海上贸易激活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原有的静态资源， 开发出尚未被充分利用的闲置

土地和劳动力， 把尚未被国内市场充分吸收的产品转移到海上贸易中， 为国内生产剩余找到了潜在出

路， 释放了经济活力。 与此同时， 随着海外市场需求扩大， 宋代陶瓷、 丝绸、 造船、 航海等出口产业

规模扩大、 分工深化、 技术更新； 并通过产业联动效应， 出口产业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发展， 从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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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希克斯 （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 认为， “中国海， 长期以来它就是贸易的障碍， 这个障碍望而生畏、 难以逾越”； 在整个亚洲

版图上发展海上贸易， “机会较少、 困难较大”； 古代中国虽然 “出现过意义深远的商业扩张”， 在明朝初期 “中国在海外贸易方面便

有了重大发展”， “但为时不长”。 参见约翰·希克斯： 《经济史理论》， 厉以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年， 第 ３６、 ３７ 页。 经济

史家兰德斯 （Ｄａｖｉｄ Ｓ. Ｌａｎｄｅｓ） 认为， 明朝终止大航海的原因是中国转向了内向封闭经济，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Ｓ. Ｌａｎｄ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ｈｙ Ｓｏｍｅ ａｒｅ Ｓｏ 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ｓｏ Ｐｏ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９９８。 另有一些学者虽然致力于古代中国与周边内

陆国家平等关系研究， 但仍然把古代中国大致视为内陆国家， 如 Ｔｉｌｏｍａｓ Ａｌｉｓｅｎ， Ｍｏｎｇｏ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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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Ｊｕｒｃｈｅｎ－Ｃｈ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１１５－１２３４） ，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 Ｋｈｕｂｉｌａｉ Ｋｈａ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Ｊｉｎｇｓｈｅｎ Ｔａｏ， Ｔｗｏ Ｓ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ｎｇ－Ｌｉａ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ｃ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等。

Ｊａｃｋ Ａ.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Ｏｒ Ｎｏｔ， 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２，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７５－１９４.

Ｄｅｒｅｋ Ｈ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ｅｒｔｈ ｔｏ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Ａ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８６－５１０； Ｃｅｏｆｆ Ｗａ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ｅｎｔｈ ｔｏ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Ｍｉｃｈｅｅ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 ）， Ｔｒａｄｅ， 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５－８２．

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ｙｒｅ Ｍｅｔｈｕ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７３， ｐ. １９５.
朱彧： 《萍洲可谈》 卷 ２，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８ 页。
Ｅｒｉｃ Ｈ. Ｍｉｅ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 ４８－４９.
Ｇ. Ｒ. Ｔｉｂｂｅｔ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Ｍｕｓｌｉｍ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ｉｓ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ａ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 １９５７， ｐｐ. １－４５.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ａｗｓｏ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 Ｃｏ， １９７２， ｐ. １７４； Ｘｉｙｕ Ｃ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 Ｈｏ'ｓ Ｅｘ⁃

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ｏ １６００，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ｅｇ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１， ｐ. ２２１.

Ｅｒｉｃ Ｈ. Ｍｉｅｌ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４８.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Ｃｈｉｎａ：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８８.
何宋强： 《洲尾贸易场： 汉代以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与延续的历史见证》， 桂林： 漓江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２１０ 页。
参见汤锦台： 《闽南海上帝国》， 台北： 如果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现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社会总产出增加、 国民收入上升， 社会整体物质福利因此得以改进。① 不仅如

此， 宋代开放的经济竞争让人们视野开阔、 积极进取， 新观念、 新技术、 新管理等先进技能与理念得

以交流和传播， 社会进步得以推动。 更重要的是， 宋代海洋发展趋势刺激原有农业经济体系内部的市

场经济成分不断增加、 工商业文明由此快速成长， 从而最终导致我国立国态势在唐宋之际发生了由西

北内陆转向东南海洋的重大变迁。 南宋发展态势从面向西北内陆到转向东南海洋，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

发展历程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之一。 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为主转向商品经济

（即市场经济） 为主， 从基本自给自足到专业化分工有所发展， 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当然这样

一些过渡和转折进程还处于开端时段， 但已表明我国传统经济至此开始出现质的提升： 社会经济系统

从汉唐时期运行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大陆国家的轨道之上， 但到南宋时期则因工商业文明因子的成

长和海外贸易的拉动而开始转向海陆国家的新途曲折前行。
“南宋发展道路” 的第三个特征， 即是南宋经济逐渐脱离汉唐时期的 “广泛型增长” 模式， 开始

表现出 “斯密型增长” 的若干特征。 所谓 “斯密型增长”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亦称 “密集型增长”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② 是指市场扩大和分工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 这种增长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容

量的扩大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既能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也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

和人均产量增加。 传统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被认为是 “广泛型增长”（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这种增长

方式的主要动力来自人口增长 （和劳动力增加）： 因为传统社会中技术进步很慢或可忽略不计， 经济总

量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 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难以提高。 这种增长因只有水平效应而被称为 “广泛

型增长”。 就宋代而言， 随着乡村市场、 区域市场、 区间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发育， 以及相关产业技术推

广， 早在北宋时期已开始出现不少 “斯密型增长” 实例。 如神宗元丰年间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徐州地区的

３６ 个铁冶作坊， 因政府向其关闭河北市场 （怕铁流入辽境） 而开工不足， 冶户和冶工均有 “失业之

忧”。 经苏轼上疏请求后中央政府撤销禁令， “使铁得北行”， 冶户们 “皆悦而听命”。③ 显而易见， 徐州

地区铁矿生产状况与河北市场的开放与否紧密相关， 河北市场的开放是徐州地区的铁冶业得以持续繁盛

的必要条件。
南宋时期， “斯密型增长” 特征在诸多产业中均有集中体现。 在商品性农业中， 桑、 棉、 麻、 茶

叶、 花卉、 蔬菜、 水果、 药材和染料等产业不仅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产量激增， 出现了独立化、 市场

化进程， 而且拥有桑农、 棉农、 茶农、 菜农和果农等专业化劳动力， 他们分工细密、 技艺精湛， 有诸

多的技术创新，④ 因而其市场占有率有明显提高。 在手工业部门中， 陶瓷、 丝绸、 矿冶、 造船、 航

海、 印刷、 造纸、 制盐等支柱产业， 凭借不断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不仅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有诸

多进展， 而且各门内部及门类间劳动分工 （包括地域分工） 不断扩大， 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产业

产量产值上升显著。⑤ 美国学者琼斯 （Ｅ. Ｌ. Ｊｏｎｅｓ） 认为， 宋代经济规模 “是出乎意料的 （大）。 作为

密集型增长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的真实案例， 它的确出现了”⑥。 在 “斯密型增长” 的推动下， 南宋

的经济增长既有数量的增加， 也有质量的提高， 并由此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
南宋 “斯密型增长” 在明清时期得以延续。 李伯重的研究表明， 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 在

技术水平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经济总产量、 劳动生产率都有所提高，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增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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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金芳： 《南宋全史》 第 ６ 卷 《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４２６－４７５ 页。
一般说来， 与 “斯密型增长” 对应的是之前的 “广泛型增长” （一般指传统社会中仅有经济总量增加而几无劳动生产率提高

的经济增长） 和之后的 “库兹涅茨型增长” （即人类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 卷 ２６ 《徐州上皇帝书》，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７５９ 页。
参见柳平生、 葛金芳： 《 “农商社会” 视野下的南宋商品性农业述论》， 《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参见葛金芳： 《南宋手工业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Ｅ. Ｌ. Ｊｏｎ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７４.



是 “斯密型增长”。① 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同样认为， 在 １６—１９ 世纪， 中国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依赖

于 “斯密型增长”： “市场扩展在长江沿岸最为明显”， 长江下游丝、 棉手工业， 连同水稻和其他经济

作物， “创造了中国最富足的地区”； 长江中上游省份 （如安徽、 湖北、 湖南和四川） 所产的稻米供

给长江下游人口， 所产棉花、 靛青、 烟草等供给手工业作为原料， 陶瓷、 纸张等制造也有发展； 华南

市场也在扩大， 珠江三角洲甘蔗、 蚕丝、 棉花、 桐油、 水果、 麻油等经济作物种植在扩大， 佛山铁业

是工业的主要代表； 北方市场发育虽不及南方， 但大运河沿岸城市成为商业中心， 天津成为鱼盐贸易

中心， 山东的棉花、 烟草种植与贸易引人注目。② 正是商业化、 市场化把明清时期我国不同区域的诸

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 突破了原有交易范围狭小的限制， 促进了劳动生产的专门

化， 从而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回报， 实现了人均产出提高和经济增长。

二、 “南宋发展道路” 的依据条件

　 　 “南宋发展道路” 并非凭空而降， 而是拥有诸多支撑条件。 其一是雄厚的产业基础。 如前所述，
在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中， 农业仍是基础产业。 南宋拥有当时最为发达的农业部门， 其辖境以淮水以

南、 大渡河以东的地区为主， 此区域因水、 热条件好而适合发展稻作农业。 在北宋时期农业发展的基

础上， 南宋逐步发展出一年两熟制的复种制稻作农业， 这种种植模式较之中原地区一年一熟、 二年三

熟制的旱地农业具有高得多的土地产出率。 依据推算， 南宋中叶各路耕地可达 ７００ 万顷 （折合现今 ６
亿亩） 上下， 人均拥有 １０ 亩， 粮食平均亩产 １. ７８ 宋石， 折合今制亩产 ３１２ 斤。③ 这是一个较高的历

史水平。 与同在江南地区的上海松江县 １９５２ 年水稻亩产量 ５０４ 斤④相比， 南宋亩产只及此数的 ６２％；
但与 １９５２ 年全国水稻平均亩产量 ３１２ 斤持平。⑤ 更高效率的农业不仅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而且能为

商业和手工业释放出更多劳动力、 农业商品和手工原料， 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奠定良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 手工制造业的产业规模也十分可观。 比如南宋陶瓷业， 其庞大的生产规模就与旺盛

的市场需求紧密相连。 宋代陶瓷器皿既受国内市场欢迎， 也是主要出口商品， 其陶瓷生产基地一般集

中在水陆运输比较便利或离出海港口较近的地区， 常常在某一区域形成数十甚至几百华里的产业

带，⑥ 实行批量生产。 浙江龙泉窑采用当时先进的龙窑烧造技术， 单个窑炉的全部瓷器烧制量， 在北

宋时可达 ２ 万至 ２. ５ 万件；⑦ 南宋时则达到四五万件，⑧ 效率成倍提高。 潮州一个中型窑址， 一次可

以烧制中型碗 ７ 万到 ７. ８ 万只， 成百家窑址一次出窑的瓷器可达几百万至上千万只，⑨ 广东全路每年

８０１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宋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伯重明确提出， 明清时期江南工业的发展属于斯密型成长， 并在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１２５０—１８５０） 》 中进行了详细

论证。 参见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１５５０—１８５０》，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５３６－５４３ 页； 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

经济史 （１２５０—１８５０）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年。
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５－１７ 页。
参见葛金芳： 《南宋全史》 第 ５ 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７８－２８１ 页。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第 ２２６ 页。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１９８３），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１５５－１５６ 页。
比如浙江龙泉窑在瓯江两岸和松溪上游， 已发现古代窑址 ２００ 处， 窑场以大窑和溪口为中心， 遍及龙泉、 庆元、 云和、 丽水

等县， 形成长达五六百华里的陶瓷产业。 参见浙江省博物馆：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 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考古工作

三十年 （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 第 ２２３ 页。 在福建古泉州地区， 已发现的古陶瓷窑址达数百处， 其中宋元

时期的就有一百多处。 参见叶文程： 《古泉州地区陶瓷生产与海上 “陶瓷之路” 的形成》， 载中国航海学会、 泉州市人民政府编： 《泉
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潮州笔架山的陶瓷窑址绵延十余华里。 参见葛

金芳： 《中国经济通史》 第 ５ 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３３２－３４９ 页； 葛金芳： 《南宋手工业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０４－２２８ 页。
朱伯谦、 王士伦： 《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 《文物》 １９６３ 年第 １ 期。
朱伯谦主编： 《巧泉密青瓷》， 北京： 艺术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１１ 页。
曲金良主编：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中，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８４８ 页。



可产陶瓷 １. ３ 亿件。① 再如印刷业。 宋代印刷业的生产实力也很雄厚， 刻印规模浩瀚， 动辄刻印数百

卷、 上千卷的鸿篇巨制。 比如北宋国子监除刊刻儒家经典外， 还刊印大型类书。 被称为 “宋四大书”
的 《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 以及 《文苑英华》， 除 《太平广记》 为五百卷外， 其余三

部均为一千卷。 这种大规模的刊印作业多半在杭州完成。② 更贴近市场的是大量的民间刻书作坊， 南

宋行在杭州城内今天能知其名称的书籍铺有近 ２０ 家。③ 福建建阳刻书坊大多有牌号， 如勤有堂、 一

经堂、 万卷堂、 群玉堂等。④ 仅麻沙镇有牌号可考的书坊就有 ３６ 家之多。⑤ 南宋时民间刻书作坊也

加入了大规模刊刻的行列。 如南宋学者周必大曾以一己之力重新校对、 刊刻了 《文苑英华》 这部千

卷巨帙， 雇佣刻工达到 ５０ 余人。⑥ 而仅临安陈宅书籍铺一家刻书作坊就刊印图书 ２２１ 种。⑦ 建阳刻书

坊也能够刊刻大型书籍， 余仁仲万卷堂刊刻的 《画一元龟》， 其规模应有数百卷。⑧ 南宋书籍交易量

也很惊人， 杭州、 建阳等刊刻中心有专门的交易市场。 杭州书市位于一条市河西岸的桔园亭， 杭州刻

书作坊也大多处于交通便利的桥梁之旁或河道之滨， 便于将刊刻完工的书籍运至桔园亭售卖。⑨ 福建

建阳的书市 “在崇化里， 比屋皆鬻书籍， 天下客商贩者如织”�I0， 其单次交易 “竟以千部计”�I1。 其时

日本和高丽对中国书籍购买数量大， 有时数以千卷计。 １１６８ 年日僧荣西曾从浙江带回天台宗的新章疏

３０ 余部， 计 ６０ 卷。 １２１１ 年， 日本僧人不可弃俊芿从宋朝归国， 携带佛教典籍 １００８ 卷、 世俗典籍 ９１６
卷、 碑帖 ９６ 卷， 共计达到 ２０２０ 卷。�I2 １２４１ 年， 另一位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从浙江带回经籍数千卷。�I3

１２４４ 年， 不可弃俊芿的弟子闻阳湛海回国时带有经论数千卷。�I4 在日本宫内厅至今保存着僧人庆政从

泉州带回日本的福州版 《大藏经》， 可见 “书籍高丽日本通”�I5 之言不虚。 南宋成熟发达的农业、 实

力雄厚的手工业， 以及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良性循环， 为南宋发展道路提供了厚实的产业基础。
其二是便捷的交通运输。 南宋的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条件都得到明显改善。 就水路运输而言， 江

南地区水运网络四通八达， 运输成本比以陆路运输为主的中原地区大大降低。 更引人注目的是海上运

输发达， 南宋沿海从行都临安到岭南广州， 分布有 ２０ 来个海上运输港口。 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航

海技术， 使得海上物资运输和商客流量较之内河航运大幅提升， 而运输成本则较之内河航运亦有显著

下降。 从水路运费看， 南宋漕运成本 “每石千里支水脚钱二百文”�I6， 较之北宋太宗时期 “凡运米一

斛， 计其费不啻三百钱”�I7， 降低了 １ ／ ３。 若从总体上看， 水运成本较之陆运成本， 可以低至 １ ／ ４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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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运泉： 《广东唐宋陶瓷生产发展原因初探》， 载广东省博物馆编： 《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 北京： 紫禁城出

版社， １９８９ 年。
参见赵万里： 《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４ 日， 第 ７ 版； 冀淑英： 《冀淑英文集》， 北京： 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８１ 页； 王国维等： 《闽蜀浙粤刻书丛考》，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４３－１４５ 页。
不同学者考证的具体数量略有不同， 如王国维认为 １６ 家， 戚福康认为是 ２４ 家， 胡小鹏说是 “数十家”。 参见王国维等：

《闽蜀浙粤刻书丛考》，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３７－３５４ 页； 戚福康：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０２－１０３ 页； 胡小鹏： 《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４７５ 页。

王展妮、 彭菲： 《略论宋代泉州刻书》， 《兰台世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李瑞良： 《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１０ 页。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 ２４８，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１９５６ 页。
瞿冕良： 《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济南： 齐鲁书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３２７ 页。
于兆军： 《版印传媒与两宋文学的传播及嬗变》， 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４ 年， 第 ８６ 页。
柳平生、 葛金芳： 《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原因新解———以交易费用为视角》， 载李华瑞主编： 《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认识》，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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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０。① 而在两浙至福建、 广东的东南沿海地带， 海舶载量多在一二千石之间， 较之三四百石的内河

漕船， 运量高出三四倍。 史载 “奸民豪户广收米斛， 贩入诸番， 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②。 其

运输效率比内河水运至少高二至三倍。 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对于促进商品流通量提高和手工业生

产规模扩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史载沿海州郡民船保有量惊人， 可证南宋水上运输量庞大。 如明州登记在册的海船在孝宗淳熙年

间 （１１７４—１１８９） 有 ５８７８ 只，③ 理宗嘉熙年间 （１２３７—１２４０） 为 ７９１６ 只， 直到开庆年间 （１２５９—
１２６０） 仍有 ７９００ 只。 开庆年间的此次登记中， 明州、 台州和温州三州合计达 １９２８７ 只。④ 福建船只

保有量也很大， 绍兴初年， 南宋朝廷一次在泉州 “以度牒钱买商船二百艘”⑤。 绍兴十九年 （１１４９
年）， 福清县登记在册的船只达到 ２４３４ 只。⑥ 长溪县 “海舟之隶于邑者数千艘”⑦， 数量惊人。 依据

黄纯艳的研究， 宋代浙东路和福建路海船保有量各约为 ２ 万艘， 共计 ４ 万艘。⑧ 依据葛金芳的研究，
南宋后期东南沿海地区民船保有量大约为七八万艘。⑨ 只有每年制造足够多的新船， 才能维持如此数

量的船只， 沿海州郡民船保有量反映了宋代惊人的造船规模和繁荣的水上运输。 宋代船只不仅数量

多， 而且船载量大， 尤其是远洋贸易船， 载重量一般在 ２００ 吨以上。 １９７４ 年发掘的福建泉州后渚港

南宋沉船， 载重量约为 ２００ 吨。�I0 １９９６ 年发掘的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载重量 ３００ 吨左右。�I1 著名

的广东南海一号沉船是南宋时期大型通用商船，�I2 载重量近 ８００ 吨。�I3 东南亚爪哇沉船 Ｊａｖａ Ｓｅａ Ｓｈｉｐ
载重量也达到 ３００ 吨，�I4 它曾满载瓷器、 丝绸和铁器， 从我国东南沿海驶向爪哇。 南宋这类大型远洋

贸易船， 技术要求高、 工艺流程复杂， 是其时我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海舶制造技术的有力实证。
南宋时期交通条件的改善还表现在陆路交通中大量桥梁的建造和修复。 南宋地处淮水以南， 水系

发达， 湖泊众多， 桥梁建造数量庞大。 比如上海松江， 依据 《云间志》 （成书于光宗绍熙四年）， “跨
川为梁， 泽国居多， 故 ‘吴中三百九十桥’ 见于 《乐天篇》 咏， 所从来旧矣。 华亭环邑皆水， 须桥

以济， 且以顾会一浦观之， 绍兴乙丑岁 （１１４５） 浚治此浦于河之东， 建石梁四十有六， 他可知已。
今县治之内， 矼石甃甓�I5， 若架木而成者， 数逾七十， 不可殚记”�I6。 可知今上海松江地区 ５０ 年间增

加石桥近 ３０ 座， 平均每两年增加一座新桥。 苏州地区， 据 《正德姑苏志》： “苏为泽国， 环城内外皆

水也， 故桥多， 乐天诗 ‘红阑三百九十桥’， 唐则然矣。 自宋以来始甃以石， 而增建益繁。”�I7 《崇祯

吴县志》 亦称： “吴城乡皆水， 故桥最多， 白乐天刺苏诗有 ‘红阑三百九十桥’ 之句， 迨宋迄今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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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益繁。”① 宋代松江和苏州的桥梁建造不仅说明这两个地方桥梁数量多， 也说明石桥梁开始取代

木桥梁， 桥梁建造质量大大提高。 南宋时期， 两浙路和福建路的建桥热情最为高涨。 据徐望德等构

稽， 宋代两浙路建桥数量名列前茅， 至今仍有迹可寻的有奉化广济桥， 余姚通济桥， 德清孩儿桥， 兰

溪悦济浮桥， 鄞县江桥、 百梁桥、 甬水桥， 黄岩五洞桥、 利涉浮桥， 瑞安大桥村桥、 拦杆桥， 处州平

政桥， 临安中津浮桥， 金华滕象桥， 义乌古月桥， 绍兴八字桥等。② 据曹家齐研究， 福建一路宋代造

桥 ６４６ 座，③ 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建于南宋。 依据 《宋元方志丛刊》 中南宋方志的记载， 各地桥梁总

计 ３２４５ 座桥梁， 这其中可能有少量的重复计算之处； 但若考虑到宋代留传至今的方志本身就不多，
加之现有少数方志亦有漏载 （如 《至正昆山郡志》 ） 和缺轶 （如 《延祐四明志》 ）， 所以南宋一朝

拥有桥梁当远远超过 ３２００ 座。 保守估计， 南宋辖境内各类桥梁总数当在五六千座之间， 应是没有问

题的。④ 南宋水陆运输条件的改善， 极大提高了商品运输量和交易效率。 南宋辖区便捷的运输条件有

利于商品流通和国内外市场扩大， 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由广泛型向斯密型转变。
其三是显著的技术进步。 南宋时期多个产业领域均出现了技术进步， 尤其在一些支柱产业中取得

显著的经济效果。 比如矿冶业， 两宋时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 其一是冶铁技术中炼铁炉的改进， 即

“高炉” 技术，⑤ 这是反映冶炼水平的关键环节； 其二是冶银技术中 “吹灰法”⑥ 的纯熟运用； 其三

是炼铜技术中的水法炼铜工艺发明。⑦ 这一系列技术进步在南宋时期华南和福建沿海等地得到广泛运

用， 促进了当地矿冶业的快速发展。 造纸业中， 硬纤维软化技术是关键革新，⑧ 这一变革突破了原先

造纸原料只能利用植物韧皮的限制， 使造纸原料的选用范围大为扩展， 使造纸成本大幅降低， 纸张价

格变得相对低廉。 低廉的价格不仅促使下游产业———印刷业的扩张与繁荣， 更刺激了人们对纸品、 印

制书籍等文化用品的消费需求。 南宋的技术进步不限于此， 农具制造业发明了犁刀、 踏犁、 铁搭、 秧

马、 耘荡等新式农具， 并在江南沼泽和海滩涂地的开发中逐步推开， 功效卓著。 造船业使用水密舱技

术建造大型海舶， 航海业中普遍采用航海罗盘， 以确保航行安全。 纺织业创制了脚踏缫车和水转大纺

车。 印刷业推广使用雕版印刷术和铜版泥活字。 桥梁建筑业大量采用石质材料， 以替代容易腐坏的木

制原料。⑨ 如此种种， 不胜枚举。
宋代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海内外学术界对此均有肯定性评价。 尹

懋可 （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 认为， “１１—１４ 世纪中国已经迈入对自然界系统性的实验研究的门槛， 创造出世

１１１“农商并重” “面向海洋” 和 “斯密型增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崇祯吴县志 （二） 》 卷 １６，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第 １６ 册， 上海： 上海书店， １９９０ 年， 第 ３２３ 页。
徐望德等主编： 《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曹家齐： 《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 南京：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６６ 页。
葛金芳： 《南宋桥梁数量、 类型与造桥技术述略》， 载马明达主编： 《暨南史学》 第 ７ 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依据 《淳熙三山志》， 在福州 １１ 县 ６９ 个 “炉户” 中， 明确记载采用 “高炉” 冶铁的 “炉户” 有 １０ 个， 当然也有 “炉户”

采用的是 “平炉” 或 “小炉”。 参见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 卷 １４ 《炉户》， 《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 第 ７９０２
页上－７９０５ 页上。 有学者考证， 宋代 “高炉” 是指将矿石熔炼成铁水的炉子； “平炉” 可能是指炼钢用的炉子； “小炉” 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将生铁块锻制为熟铁时用的炉子， 二是指型制、 体积都较小的炼制生铁的冶铁炉。 参见王菱菱： 《宋代矿冶业研究》，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１３－１１４ 页。

“吹灰法” 工艺首次记录于东汉末年狐刚子所撰 《出金矿图录》。 此后未有记载， 直至北宋中叶苏颂的 《本草图经》 和南宋

中叶赵彦卫的 《云麓漫钞》 才做出详尽介绍。 但 “吹灰法” 这一名称， 第一次出现于明末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
徽宗崇宁元年 （１１０２） 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游经就曾介绍了此种炼铜法： “古坑有水处为胆水， 无水处为胆土。

胆水浸铜， 工少利多， 其水有限； 胆土煎铜， 工多利少， 其土无穷。 措置之初， 宜增本减息， 庶使后来可继。 胆水浸铜， 斤以钱五

十为本； 胆土煎铜， 斤以钱八十为本。 比之矿铜， 其利已厚。” 参见 《宋会要辑稿》 “食货” ３４ 之 ２５，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 年，
第 ５４０１ 页上。

参见王菊华等： 《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２６１－２７４ 页； 葛金芳： 《南宋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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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早的机械化产业”①。 琼斯 （Ｅ. Ｌ. Ｊｏｎｅｓ） 认为， 在宋代以及稍早的晚唐时期的技术发明， “在
某些条件下， 成为主要工业部门的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 “与之前或其后的时代相比较， 与 （同
时期） 其他地区相比较， 关于宋代经济的详尽叙述足以说明宋代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率的。”② 迈克

尔·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 同样认为， 中国农业不仅是在中世纪而且在整个 １８ 世纪比欧洲更具效率、
更具生产性 （如亩产量或每株出产量）。③ 宋代技术进步有效促进了农业、 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加速

成长， 凸显了南宋时期 “斯密型” 增长的实质性特征。
其四是作用渐显的人力资本。 南宋社会读书风气较之以往大为浓厚。 这一方面是由于造纸业和印

刷业的发达使得书籍、 纸张等文化用品价格下降而成为易得商品所致； 另一方面是由于科举取士的制

度性激励使然。 因为造纸术取得了关键突破， 纸张和印制书籍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 南宋的浙江、 四

川和福建三大造纸业中心和印刷业中心逐步形成并日益繁荣，④ 各种历书、 农书、 佛经、 科举应试书

籍和童蒙课本被大量印制出来。 批量印制的民间历书， 售价只在几文和几十文之间。⑤ 书籍和纸张成

为宋代社会的易得商品和日常必需品， 这促进了南宋知识、 技术的社会传播。
不仅如此， 随着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 中原地区的儒生、 士人大量南迁， 致使南宋成为我

国教育普及和文化下移的重要时期， 这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提供了强大助力。 仅以科举取士为例， 北宋

取正奏名和特奏名诸科进士超过 ６ 万人， 南宋取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亦近 ５ 万人， 两宋共取进士 １１
万余人， 平均每年取进士 ３６０ 余人， 相当于唐代的 ５ 倍、 元代的 ３０ 倍、 明代的 ４ 倍、 清代的 ３. ４
倍。⑥ 统治者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搜罗人才， 当然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 但其客观效果是调动了各阶

层百姓的读书积极性， 促进了教育、 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大发展。 另一方面， 更多的读书人 （学界估

计数量有数十万之众） 因无法进入官员队伍而下沉到社会各阶层。 这就是说， 在宋代 １１ 万余进士的

背后， 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读经赴考之士人群体。⑦ 其中相当部分从事教育， 成为各类 “冬学” “乡
校” 的教书先生。 南宋时期民间 “书院” 开始兴起， 乡村中诸如 “冬学” “私塾” “童蒙” “乡校”
等教育教学机构较为普及， 在两浙、 江西和福建等地更是如此。 南宋民间林立遍布的 “书院” 和乡

村学校使得这一时期人口识字率和文化普及率较汉唐时期明显提高。 当时人说： “人生至乐， 无如读

书； 至要， 无如教子。”⑧ 苏轼亦言： “百家之书， 日传万纸。”⑨ 各种有关制肥育种、 植桑栽花、 种

稻植麦、 制糖酿酒、 制盐造醋等知识型书籍流传甚广。 拥有较普遍的识字人群是宋代农书、 历书等各

种实用型书籍得以流传的重要社会基础。 宋代社会这种知识传播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有利于将知识

技术系统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前提， 为南宋发展道路提供重要支撑。
正是上述基本条件促使南宋经济走上 “农商并重” “面向海洋” 和 “斯密型增长” 的新型发展道路。

三、 “南宋发展道路” 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发展道路而言，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和族群， 因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不同而因地制宜发

展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具有天然的空间合理性和时间延续性。 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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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具有的 “农商并重” “面向海洋” 和 “斯密型增长” 三大特征， 循着 “南宋发展道路” 展现

的运行逻辑， 跨越不同朝代持续向前衍进。 而 “南宋发展道路” 及其显示的三大特征， 昭示着我国

古代经济的运行机制自宋代以降已有显著转变： 国民经济由原来主要依赖农业部门， 变为既依赖农业

又依赖手工业和商业。 这一发展道路在其后的元明清时期或许多多少少受到过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
但总体趋势并未被彻底改变。

如前所述， 现代中国历史悠久， 疆域广阔， 民族众多。 中华文明是数千年来东亚大陆孕育出来的

灿烂文明。 若从空间角度看， 中华文明实由周边地区的游牧文明、 广阔内地的农业文明以及江南地区

率先萌芽的工商文明复合而成。 若从时序角度看， 中国历史大致经历了农业社会、 农商社会和工商社

会三个发展阶段。 中唐以前， 根基深厚的中原农业文明， 不断将周边游牧部族纳入进来， 疆域扩大的

同时， 民族构成日趋丰富； 宋代以降， 在原有农业基础上， 商业 （含手工业） 蓬勃发展， 农商并重

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 整个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步入农商社会， 而南宋发展道路所体现的正是农商社

会形成时期的典型特征。 较之于周边的游牧文明和华北平原的农业文明， 江南地区率先出现的工商业

文明显然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南宋时期， 我国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和福建、 广东等沿海地区， 较之其他地区率先走上这条

新型发展道路， 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昭示了此后近千年中国历史的

发展路向， 即社会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市场作用的提高： 经济体通过不断扩大的交

易需求和日渐频繁的交易行为， 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 通过商品性农

业、 手工业和商业成长， 将市场范围从区域市场扩张到区间市场和海外市场； 通过不断增强的市场需求

刺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进而使社会经济中农商并重的结构性特征更加稳固和显著。
历史发展历程已经显示， 中国古代市场自宋代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即由分散趋向整合、 由封

闭趋向开放、 由割据趋向统一。① 龙登高认为， 两宋时期的城市市场出现 “革命性” 变化以后， 市场力

量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得以加强。② 李伯重指出， 宋代以降， 随着贸易环境改善、 交通运输改进、
劳动分工和区域专业化加深、 商业资本成长以及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 全国商贸网络开始孕育， 商品、
劳动、 资本和信息已经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③ 吴承明认为， 明清时期， 我国市场发育进入新阶

段， 不仅商品市场中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明显增加， 以粮食、 棉花、 棉布、 生丝、 丝织品、 盐、 茶等

为代表的长途贸易量占国内贸易总量的 ２０％。④ 李伯重的估计更高， 约有 ３０％—４０％，⑤ 而且土地、 劳

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育。 陈春声的研究表明， 清朝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广东耕地只要一半种植粮食， 就足够全省人口食用， 但广东却是一个缺粮的省份， 因为一半以上的耕

地被用于种植桑麻、 甘蔗等经济作物去了。⑥ 这是农业商业化过程在华南地区加速前行的最好例证。
与此同时， 清朝市场体系趋于完备， 既有墟集贸易等地方小市场和城市市场， 也有区域市场和全国性

市场。⑦ 市场的有效发育使得清代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另一高峰时期。⑧ 上述这些分工深化、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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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等新变化， 正是在北宋中叶、 特别是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首先发轫的。
正如李埏所言， 在古代社会中 “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的因素和力量。 每当它有所发展的时

候， 社会就相应地向前进展”①。 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化作用愈趋明显， 越来越多的人只有依赖市

场交换才能生产、 生活。 在南宋之后直至明清的长时段中， 随着经济体中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成分增

多， 有越来越多的村庄、 市镇、 交通沿线地区迈进农商社会的门槛， 农商社会处于逐步扩展之中。 也

就是说， 对于尚处于农业社会的其他地区而言， 南宋发展道路显然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和榜样意

义。 这是其最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我国农商社会自北宋中叶 （１１ 世纪） 发轫算起， 直至 ２０ 世纪后半叶我国正式迈入现代工商

社会的门槛，② 历时千年之久。 较之西欧诸国自 １５ 世纪以降相继出现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 城市自

治、 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等重大变革， 进而在 １８ 世纪以降相继迈入现代工商社会而言， 我国农商社

会延续时段未免显得长了一些， 其原因值得探索。
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自然是复杂多维的， 然而史实表明， 最主要的阻碍来自战乱、 生态和制度三个

方面。 就战乱而言， 两宋之际、 宋元之际、 元明之际、 明清之际以及晚清江南的太平天国运动， 每次战

乱短则十余年， 长则数十年， 均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 无疑中断了经济发展势头。 就生态而言，
中唐以降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导致水土流失、 黄河决口， 水旱灾害频率明显上升， 恶化了华北平原的生

产和生活条件， 迟滞了社会前进的步伐。 然而， 最大阻力来自于经济与社会制度。 金元时期和明末清初

由女真、 蒙古等周边部族带进关内的奴隶制、 农奴制等前封建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前进步伐。 明

清两朝推行 “迁界” “禁海” 等闭关锁国政策则沉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 阻滞了江南向开放性

区域经济转型的势头。 更不利的是， 专制主义的大一统集权体制不知保护民众产权， 反而大肆摧残工商

业活动； 看不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前景， 反而把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纳入旧式官僚体制。 于是原本是原

始工业化进程推进主体的工商业阶层反而被异化为封建官吏， 其余的仍然处在传统等级制的最末端； 于

是各级城市仍是统治者的政治堡垒而失去了独立运行的生命机制。 由此看来， 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

框架的支撑， 才是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未能顺利转型至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
杜恂诚指出， 近代中国由于法治极不完善， 伦理标准混乱， 特别是传统政治直接控制经济和垄断金

融业， 从而延缓了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③ 刘佛丁、 王玉茹甚至认为， 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极不

平衡， 交易费用很高， 统一的要素市场还在形成过程之中。④ 也就是说， 在战乱、 生态和制度三个制

约因素中， 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滞后是最为重要的阻碍因素。 南宋发展道路虽然昭示出中国历史自此后

千余年的发展方向， 但是受制于制度变革的迟滞所导致的市场机制发育受阻， 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一波

三折。 正如吴承明所言， “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
“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发展、 停滞或衰退， 归根到底是有限资源的利用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 经济

体制或制度的良窳， 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⑤ 这个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今天的中国， 正从 “工商社会” 快步迈向 “信息社会”。 面对当前的快速变革， 我们需要从历史

发展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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